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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泊，是长江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论文以湖南境内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

绩效为研究对象，基于改良 PSR 框架模型，筛选 14 项水环境相关指标构建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指标体系。测算

2010—2019 年 21 个“县域单元”水环境治理水平。结果表明：(1)准则层中权重值由大到小依次为状态值(0.462)、

压力值(0.285)、响应值(0.253)，表明水环境治理过程中，状态环境是最能反映治理绩效。(2)湖区水环境治理总体

呈现良好趋势，但不明显，年均增长率区间为(-0.92%～1.92%)，说明治理力度即响应水平还有待提升。(3)洞庭湖

区水环境治理绩效呈现出“东西两边高中部低”整体趋势，远离湖区(上游)水环境治理绩效好于中心湖区(下游)治

理绩效的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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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流域生态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系统，是保障河流生态流量的重要屏障，在生态体系中具有重要河流功能与湿地生态价

值，是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的重要内容[1]。洞庭湖是坐落于长江流域中游的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泊，亚热带内陆湿地的典型代表[2]，

吞吐长江，吸纳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水”，成为支撑长江经济带最关键的湖泊之一。洞庭湖区(27°39′N～29°51′N，

111°19′E～113°34′E)湿地总面积约为 2416.47km2，占湖区总面积 55.77%[3]。作为长江之“肾”和“胃”，洞庭湖承担着气

候调节、滞洪调蓄、水资源供给、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种生态功能与河流湿地功能[4,5]。在人类活动强烈干扰和自然演化的双重

作用下，湖区湿地环境与生态系统趋于退化。新时代以来，尤其是 2014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以来，湖南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湖区生态环境治理，水资源环境得到一定程度好转，对其好转进行量化评价即环境绩效评价，是洞庭湖区水

环境治理的重要参考依据。环境绩效评价是通过选择指标、收集和分析数据以及持续审查和改进，以促进环境目标实现的管理决

策过程[6]。对洞庭湖区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进行测评，是检验政府依法行政的绩效，评估生态治理技术水平的效果，也是对洞庭湖

区“两山论”实践效果的量化评估。 

中国地域广阔，水环境治理绩效与所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禀赋、环境管理目标方向以及地方政府管理等关系密切。使用统

一指标体系和评估标准必然导致针对性不强，评估结果偏差会比较大。尤其是湖区环境绩效评估涉及的因素较多，是一个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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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的过程[7]。目前，洞庭湖水环境治理效果参差不齐，虽总体呈现改善态势，但尚未根本改善环境治理与保护的问题。通过对

区域水环境治理进行有针对性的绩效评价，有助于度量水环境治理成效和及时反馈水环境治理实践工作中的优点与不足，也可

以检验河长制、湖长制实施效果
[8]
。 

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支撑湖泊，洞庭湖区生态环境保护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湖四水、生态优先”和湖南

1 号工程的“三年行动计划”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洞庭湖区流域面积为 60500km²，湖南省境内面积约

46322km²。基于研究可行性和获取数据的真实性，选取湖南省境内洞庭湖区作为评价主体：包括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和长沙

市望城区，共计 26县/区。截至2019 年 12月，评价区域常住人口 1429.35万人，城镇化率为 53.95%。时间节点以 2010年为基

点，评价单元基于“县域单元”，是目前洞庭湖区评价最细化的地理单元；评价内容是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因为水资源是

洞庭湖区的核心资源，水环境治理绩效能准确反映出该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和发展趋势，抓住了主要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国家“重城市轻农村”的环境评价短板。通过水环境绩效评价，以期能为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湖区提供一个评价样本，为促进

洞庭湖区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1 文献综述 

环境治理绩效相关研究起端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风险评估，之后关于人类健康和生态风险评估逐步增多，均包含生态治

理和环境保护效果的相关评价，是现在环境治理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要内容。如今，生态风险评估更是执行环境治理绩效分析的一

项有用的工具[9]。 

Managi & Kaneko 通过非参数法计算 1992—2003中国环境管理绩效，肯定环境绩效评价在环境管理中的重要性[10]。联合国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U.N.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and the Pacific)认为治理不仅包括国家及其

正式的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种形式非正式的“习惯”与“常规”，“治理”应该是一种新的思考视角，更为关注不同的利益相关

群体在决策和实施决策中相互作用的过程[11]，环境治理绩效除了治理结果(状态)之外，区域对环境的响应也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水环境治理绩效研究，Henriques 等[12]利用 DPSIR 模型预测 2050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水环境治理绩效，认为坚持长期生

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虽短期内难以达到环境治理的显著改善，但环境逐步变好到 2050年有实质性改善，所以环境治理绩效

评估是一个常态过程。章恒全等[13]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提出城市水环境治理的绩效评价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的综合评价问题。宋

国军和金书秦[14]对淮河流域水环境保护绩效进行评估，此后王亚华和吴丹[15]对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绩效进一步进行动态评价。

马业文[16]基于平衡记分卡的方法，从社会、经济、生态方面构建水环境治理评估体系。孟旭彤和宋川[17]从人居环境、生态环境、

生产经济生态保护等方面评价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环境绩效评价中常用的模型有可拓物元模型
[18,19]

、平衡记分卡
[20]
、DPSIR

模型[21,22]和 PSR 模型[23,24]等。众多关于水环境评估或治理绩效的模型或方法，为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估提供良好思路和基

础。 

近来对环境治理绩效评估呈现普遍趋势，但大多文献和学者成果也表明，不是区域不同类别环境评估目标、指标和方法等差

别是很大的。结合湖区实践和湖南水环境治理现状，选用 PSR模型对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进行评价。PSR 模型从人类活动对

环境施以压力(pressure)影响到生态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数量的状态(state)，进而社会通过生态环境政策、经济政策、部门政

策以及通过意识和行为变化而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即响应(response)[25]。杨俊等[26]基于 PSR 框架模型构建了省域水环境治理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研究。万炳彤等
[27]
基于 PSR模型拓展为 DPSIRM模型，结合未确知测度模型与障碍诊断模型构建区

域水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杨光明等[28]基于 PSR 框架模型对三峡库区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并提出政策建议。唐倩倩[29]

运用 PSR模型构建湘江水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众多文献中对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方面做了各方面探索，扩充了理论体系探索出不少模型和方法，综述大量文献成果可知，

在研究单元方面主要是围绕省域、流域的水污染治理治理展开较大层面研究，在评估方面绝大多偏向于较大区域或环境整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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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些评估方法和模型对中观层面和小环境或某个具体要素的治理绩效评估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借鉴。根据国家中长期规划

和生态文明建设指标更需要将生态环境研究尺度细化，县域单元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最重要载体，评估县域单元具有重要研究

意义。在研究视角上，围绕水环境承载力、水环境生态安全、水环境审计开展的评估研究很多，对水环境综合治理绩效水平的研

究还有很大空间。基于县域单元开展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研究，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和湖南生态环境治理能够提供重要的

数据支撑，也为类似湖泊提供一个水环境治理评估的参考样本。 

2 指标体系构建及计算步骤 

2.1 水环境 PSR 评估模型改进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和结合洞庭湖区实际情况，选用 PSR 模型并加以改进评价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相对湖区水环境治

理绩效而言，PSR 模型相对明确且可操作性强，遵循因果的逻辑顺序从评估者到被评估对象都易于接受。尤其是对于单因子评估，

该模型有着因果关系直接的优势，故而评价出来的结果是比较确定和客观的。基于相关研究基础和前期成果，对 PSR模型基于洞

庭湖区水环境治理实际情况进行改良，建立适合洞庭湖区域的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的 PSR模型。在改进的 PSR 模型中，P代表社

会经济发展、人类活动、水资源量变化给水环境治理带来的压力，S 反映在人类活动压力下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现实状况，R

代表人类对湖区水环境的改善做出的进一步响应。改良 PSR 模型通过政策调整等措施来促进洞庭湖水环境目标的完成，如安全

饮水工程、水质断面考核等。 

2.2 指标筛选与数据来源 

2.2.1 评价单元 

县域既是新农村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洞庭湖区在湖南省境内现有 26个县市区，为评估

的确定性以及更趋向于实际情况，岳阳、常德、益阳三市市区作为一个“县域单元”予以评价，因为都是地级市，下设的区无论

从地理区域面积还是环境特征等相似性强，且三个市区面积、地理成分、环境变化等还不如一个独立的县制单元。所以把岳阳楼

区、云溪区、君山区统归为岳阳市区，武陵区、鼎城区统归为常德市区，桃花源区是刚从桃源县划分出来归为常德市直接管辖，

但基于研究期间的地理区域特征和时间特征(2019 年以前)归为桃源县，资阳区、赫山区、大通湖区统归为益阳市区。如此，评

价区域归纳为 21个“县域单元”。 

2.2.2 指标筛选及属性 

环境绩效评价倾向于“政绩”范畴，评价结果更多基于官方视角解读。所以指标的认可性是关键，对此，选用指标以中国统

计年鉴的统计指标、湖南省统计年鉴的统计指标、各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里的统计指标为基准指标。如此既能对应

行政指标得到各评价单元的认可，又更具有统一性和对比性。同时参考《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等政策性文件设立的目标，实际上也是官方目标。遵循科学性、客观性、可操作性等原则，从压力、状态、响应三

方面构建评价湖南省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指标体系(表 1)，保证数据可测度、可跟踪、可对比。 

表 1湖南省洞庭湖区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意义 指标属性 

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 压力(P) 人均水资源量/(m³/人) 人均水资源量增加，水环境压力越小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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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率/% 人口聚集对水环境产生的压力 负 

第三产业占比/% 一二产业(高耗水)的降低 正 

乡村人口数/万人 水环境压力随用水需求量增加而增加 负 

化肥施用量/吨 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 负 

状态(S) 

年降水量/mm 反映当地水资源状况 正 

有效灌溉面积/千公顷 水资源有效利用程度 正 

森林覆盖率/% 反映生态环境状况 正 

水库容量/万 m³ 反映当地水资源状况 正 

农作物播种面积/千公顷 播种面积越广，耗水量越高 负 

响应(R) 

水质断面监测达标率/% 衡量区域综合水质状况 正 

农村安全饮水覆盖率/% 反映居民用水安全 正 

环境行业职工人数/人 政府对水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 正 

农林牧渔总产值/万元 通过水环境治理，实现经济优化升级 正 

 

2.2.3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2010—2019年的《湖南统计年鉴》《长沙市统计年鉴》《岳阳市统计年鉴》《常德市统计年鉴》《益阳市统计年鉴》

《湖南农村统计年鉴》和各个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各个县区的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官方数据。但仍有小部分

数据未找到直接数据，采用实地调查数据和询问当地政府数据再使用推算法或加权平均法得出。其中，益阳市辖区内的大通湖区

缺乏水库容量数据，未将该区该项指标纳入统计范围。 

2.3 计算方法与步骤 

2.3.1 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湖区水环境绩效评估涉及指标的重叠性比较大，但各指标表征表述方式和计量单位又差异较大，为方便各指标相互比

较和测算，必须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归一化)处理。常用数据标准化方法包括极差法、单目标渐进法和多目标渐进法。极差法

由指标数据最大值、最小值作为归一化依据，单目标渐进法选用每个指标唯一目标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双目标渐进法在单目标渐

进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选取设定不同目标值作为归一化依据[30]。基于湖区评价指标的数据类型和特征，结合指标属性，选用极

差法： 

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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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指标：  

式中：Xij为指标数值，Xij(max)与Xij(min)为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了后续赋权结果准确性，标准化后值为0的指标加上0.001。

其中，0<Aij≤1。 

2.3.2 熵权法确定权重 

确定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指标权重在评估工作中是最关键步骤，选用指标赋权方法直接关系到评估结果有效性和可信度。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测算熵值确定指标权重，即通过度量数据的有效信息量来确定权重，该方法适用于多指标综合评价。 

采用熵权法以确定指标权重。通过公式(1)～(2)对指标数值标准化后，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评价对象的特征比重 Pij

和信息熵值 Ej： 

 

式中：Ej为第 j个指标的信息熵值，m为被评价对象个数，n为评价指标的个数。计算出熵值即可求出各指标权重Wj： 

 

2.3.3 绩效指数计算 

得出指标权重后，采用加权求和综合评分法(式 6)，计算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依据测算分值评估治理绩效。分值越高，

表示水环境治理绩效越好，反之则反然。 

 

式中：Wj为第 j个指标的权重，Aij为第 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3 评价结果 

3.1 指标权重分值与分析 

采用熵权法公式(3)～(5)求得湖南省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各年份各指标的权重，由2010年、20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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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16—2019 年分别代表“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三个时间段排列。准则层中权重值由大到小依次为状态值 0.462、

压力值 0.285、响应值 0.253(表 2)。 

基上测算，准则层中状态(S)权重值最大，为 0.432，是体现水环境治理绩效最关键因子。年降水量、森林覆盖率、水库容

量均为正向指标且权重随时间呈上升趋势，表明洞庭湖区生态环境良好且有优化趋势。压力层(P)权重值处于上升趋势，5 个压

力指标中有 4个指标呈上升趋势，指标权重的上升造成压力指标的波动，由熵权法特性可知：指标数据波动越大，则提供信息越

多，即所占权重越高，表明对水环境治理造成的压力越大。响应层(R)是提升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措施，其权重系数

呈下降趋势，说明政策响应的程度相越来越弱，水质断面监测达标率指标权重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表明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中水

质是处于最核心地位，应予以重视。 

表 2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权重 

时间 2010 年 2011—2015年 2016—2019年 

平均值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权重 权重 指标层权重 权重 指标层权重 

压力(P) 0.272 

人均水资源量 0.096 

0.270 

0.105 

0.306 

0.108 

0.285 

0.105 

城镇化率 0.036 0.038 0.043 0.040 

第三产业占比 0.028 0.027 0.037 0.031 

乡村人口数 0.059 0.05 0.066 0.057 

化肥施用量 0.053 0.05 0.053 0.052 

状态(S) 0.432 

年降水量 0.052 

0.453 

0.064 

0.481 

0.074 

0.462 

0.067 

有效灌溉面积 0.045 0.044 0.045 0.045 

森林覆盖率 0.059 0.062 0.062 0.062 

水库容量 0.241 0.24 0.24 0.245 

农作物播种面积 0.035 0.043 0.043 0.044 

响应(R) 0.296 

水质断面监测达标率 0.016 

0.276 

0.034 

0.213 

0.026 

0.253 

0.029 

农村安全饮水覆盖率 0.092 0.075 0.023 0.056 

环境行业职工人数 0.141 0.125 0.118 0.124 

农林牧渔总产值 0.047 0.043 0.046 0.045 

 

3.2 治理绩效指数计算 

基于权重值，依据公式(6)计算出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综合得分，得到洞庭湖区 2010—2019 年 21个县域单元水环境治

理绩效综合分值，同时核算 WEGPI 同比增长率，以明晰反映出历年水环境治理绩效水平变化(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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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结果 

地区 2010 年 2011—2015年 2016—2019年 平均值 均值排名 年均增长率 

常德市区 0.363 0.339 0.372 0.355 8 1.28% 

津市市 0.256 0.270 0.263 0.266 18 -0.62% 

安乡县 0.229 0.246 0.239 0.242 20 1.06% 

汉寿县 0.273 0.306 0.286 0.295 15 -0.35% 

桃源县 0.474 0.530 0.530 0.525 3 0.73% 

临澧县 0.310 0.349 0.357 0.348 10 0.88% 

石门县 0.495 0.559 0.536 0.543 2 0.30% 

澧县 0.350 0.413 0.389 0.397 5 0.05% 

益阳市区 0.290 0.304 0.280 0.293 16 -1.65% 

安化县 0.606 0.650 0.708 0.669 1 1.56% 

桃江县 0.300 0.342 0.372 0.350 9 0.14% 

南县 0.206 0.230 0.266 0.242 20 1.89% 

沅江市 0.260 0.281 0.310 0.290 17 0.29% 

岳阳市区 0.418 0.405 0.388 0.399 4 0.04% 

华容县 0.247 0.266 0.270 0.266 18 0.60% 

平江县 0.307 0.364 0.376 0.363 7 1.85% 

湘阴县 0.294 0.330 0.377 0.345 11 -0.24% 

岳阳县 0.275 0.315 0.348 0.324 13 1.92% 

临湘市 0.387 0.376 0.388 0.382 6 -0.67% 

汨罗市 0.297 0.338 0.347 0.338 12 -0.57% 

望城区 0.328 0.333 0.281 0.312 14 -0.92% 

 

由表 3可知，常德市治理绩效水平较高，其中桃源县、石门县表现优异，津市、华容县表现较差，益阳市治理水平较低，但

安化县治理绩效水平为评价区域内第一名，岳阳市、长沙市望城区治理水平居中。 

从 21 个评价单元的水环境治理绩效整体趋势来看，虽存在不同程度增长，表明 10 年间湖区水环境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

整体效果不理想，且绩效最优与最劣之间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 2016 年，16个评价单元出现水环境治理绩效明显下降，其中岳

阳市有 7个区域分值呈现下降趋势，其原因可能与 2016 年 3月份的湖南省特大跨省生态环境污染案存在关联
[31]
。 



 

 8 

4 水环境治理绩效时空分析 

4.1 时间演变进程分析 

将 2010—2019 年十年期间水环境治理绩效综合得分值采用折线图，把 21 县域单元按照 4 个城市即常德、益阳、岳阳、长

沙进行区间结合均值指数进行比较，对其时间动态变化进行直观分析。 

4.1.1 常德市 

由表 3 和图 1 可知，常德市 8 个评价单元水环境治理绩效指数都呈现比较平稳的波动趋势，表明水环境治理绩效在一个相

对稳定区间内起伏，并没有明显好转。石门县与桃源县远超均值水平，在评价区域 21个单元中位列第二第三，且略有上升趋势，

表明该两县治理绩效优良。常德市区由 2010 年 0.363 上升到 2019 年 0.407，是常德市水环境治理绩效明显好转的单元，说明在

一定程度上还在延伸环境治理“重城市轻农村”的惯性。安乡县、津市市、汉寿县水环境治理绩效较差，是常德市倒数前三名，

且 10年后治理绩效得分值还是基本上是原地不动，说明生态环境治理力度相对较差。 

 

图 1常德市水环境治理绩效比较(2010—2019 年)  

4.1.2 益阳市 

由表 3和图 2可知，益阳市 5个评价单元中，安化县整体上是上升的，在洞庭湖区 21个评价单元中排名第一，水环境治理

绩效就远高于均值，且年均增长率在所有县区中也排名靠前，但 2017 年又开始下降。桃江县 2010—2016 年明显上升，2017—

2019 年又显著下降。益阳市辖区、南县、沅江市 3 个单元一直处于均值下，表明益阳市水环境治理绩效是偏低的，说明益阳市

水环境治理政策响应相对缓慢。南县是益阳市里治理绩效得分最低的县区，但时间序列上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南县调研也说明

该问题，当地居民认可 10年来水环境问题得到改善，水环境治理绩效年均增长率名列前茅。益阳市一个接近普遍的问题就是2017

年以来各县区都呈现下降趋势，这应该不是一个县区的问题，可能是益阳市政策导向原因，而且该导向应该是在 2017 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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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益阳市水环境治理绩效比较(2010—2019 年) 

4.1.3 岳阳市 

由表 3和图 3可知，岳阳市 7个评价单元在洞庭湖区 21评价单元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除华容县以外其他 6个单元的波

动趋势有一定的相似性。岳阳市区、临湘市呈波动下降趋势，年均增长率较低，但其总体排名处于岳阳市的前列，说明该两个单

元的生态环境状况本底还是比较好的，但政府所采取应对措施略显不足。华容县在岳阳市内排名倒数第一，该县人均水资源量

低，化肥施用量高，森林覆盖率较低且水库容量呈减少趋势，表明生态环境较差和农业生产活动是限制华容县水环境治理绩效提

高的重要原因。 

 

图 3岳阳水环境治理绩效比较(2010—2019 年) 

4.1.4 长沙市望城区 

由表 3和图 4 可知，望城区呈波动下降趋势，由 2010 年 0.328 下降至 2019 年 0.302。这与望城区从 2011 年划为长沙市第

六区，在长沙市统一安排下，市区不少企业转移到望城区，同时由县转区和购房政策等原因，望城区人口增加较快导致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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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城市污水排放量加大和人口增加等因素，造成望城区环境治理绩效为“压力型下降”。 

 

图 4长沙市望城区水环境治理绩(2010—2019 年) 

4.2 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将前述公式计算出的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评价绩效分值导入 ArcGIS10.2 软件，通过几何间隔分级法将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绩

效分值划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0.463～0.708、0.363～0.463、0.314～0.363、0.290～0.314 和<0.290，该五个等级分别对

应各评价单元等级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和差的水环境治理绩效水平。利用 ArcGIS10.2软件绘制了以 2010 年、2015年和 2019

年为时间断面的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总指数的空间分布图(图 5)，用不同深浅度的颜色表明治理绩效水平，颜色越深表明治

理绩效越好，反之亦然。 

湖区水环境治理总体呈现比较良好的趋势，但趋势不明显。2010 年水环境治理绩效等级为较好及以上的单元有 8个，但 10

年后数量还是没有增加。总体上“十一五”到“十二五”是呈现相对良好的态势，这与新时期以来最严厉的环境政策和 2014 年

年底之前申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有关，但生态经济区获批之后的“十三五”期间似乎出现了反弹，对“十四五”是重大的考验。

空间特征上，水环境治理绩效比较好的单元主要分布于西洞庭湖区，少数在东洞庭湖区的岳阳市区和临湘市。洞庭湖区水环境治

理绩效呈现出“东西两边高中部低”的整体趋势，远离湖区(上游)水环境治理绩效好于中心湖区(下游)治理绩效的分布特征。

表明上游水环境治理政策执行到位，中下游在水环境治理方面还需加大执行力度。 

通过空间分布图不仅能看出整体的变化趋势，还能反映各县区的水环境治理绩效水平的变化快慢[32]。2010 年有 8 个县区水

环境治理绩效等级为差，位于湖区中部与东部。但经过“十二五”期间水环境治理和 2014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2015年水

环境治理绩效明显提升，绩效水平差的单元数量缩减为 4个。“十二五”期间，全国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量逐年增加，2014

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 9575.5 亿元，是 2010 年(6654.2 亿元)的 1.4 倍，洞庭湖区治理力度也基本上与国家保持一致。短

期内环保资金大量投入呈现出显著的短期效果，到 2019 年虽仍高于“十一五”时期绩效水平，但水环境治理绩效水平又呈现小

幅度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水环境治理绩效水平提升不完全是投入资金推动，是长期综合治理过程。 

水环境治理绩效与生态环境本底息息相关，安化县、石门县、桃源县三县水环境治理绩效得分一直较高，与该区域内水资源

充足、森林覆盖率高、城镇化率低和第二产业比例低等原因密切关联。政府大力推进绿色转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也是水环境治理

绩效的关键因素。安化县推进茶旅文一体化，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培育生态农业；石门县率先制定文明卫生村标准，2016 年与

中联重科签订湖南首个县域全环境治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桃源县坚持“生态立县”培育和发展生态旅游，推动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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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总指数的空间分布图 

根据空间比较分析而知，洞庭湖区的核心水域即中部地区，水环境治理绩效差强人意。主要原因在于核心水域位于洞庭湖水

体区域，种植与养殖业对水体污染严重，农业面源污染导致地表水质较差。同时缺水问题严重，如南县统计资料表明其自然性缺

水严重，地表径流量从 1956—2010 年衰减幅度超过 80%
[33]
，洞庭湖水体的工程性缺水也是关键诱因，上游荆江裁弯、三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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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导致的洞庭湖水面面积大幅减少。绩效评价结果也凸显了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洞庭湖核心区域的协调治理不

佳，水体两边是不同行政区，污染难以追责，造成洞庭湖区的“公地悲剧”。如何建立并有效实施公共规则也成为今后提升洞庭

湖水环境质量的关键。 

5 结语 

基于县域单元选取 14项关联指标建立湖南省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权重，运用加权平均求和

法测算每个县域的绩效指数，结合绘图软件进行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的时间和空间差异性研究分析。得出以下参考与建议： 

(1)县域单元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提升了评价的准确性和针对性。任何评估工作的准确性与有效性都与统计数据密切相关，

建议管控已有的县域甚至乡镇数据，及时向上级单位汇总，提升信息检索效率。同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以保证评估结果的时效

性和准确性。 

(2)结合 GIS 空间分布图可知，2010—2019 年 10 年间，洞庭湖区水环境治理绩效并无明显提升。但从环保部门和财政部门

了解到，10 年期间投入的治理资金是逐年上升的，说明环境投入资金并没有收获应得效果，从响应指标权重呈下降趋势也印证

了该问题。说明政府水环境保护意识和水环境治理措施仍需加强，建议经济层面从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以及生态旅游业等绿

色产业入手，基于长远目标制定洞庭湖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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